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财政社会学的梳理与构建研究”(19BSH104)的阶段性成果。
①　 译者将其翻译为“社会实在”。 本文依据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和国内社会学界通用的翻译,

改用“社会事实”这一译法。

财政社会学的起源、发展与启示∗

欧阳静

提要:被称为“财政社会学之父”的葛德雪对财政社会学进行过明确界

定,指出财政社会学是财政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历史和现

实经验中的财政问题,探讨财政、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社会学分支。
财政社会学起源于葛德雪和熊彼特对财政危机的探讨,发展于马丁等人对

税收秩序的分析。 财政社会学将回应我国财政研究的“经济化”问题,满足

国家提出的“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理论需求。
关键词:财政社会学　 国家　 社会　 秩序

一、问题的提出:财政社会学是什么?

被称为“财政社会学之父”的鲁道夫·葛德雪(Rudolf Goldscheid)不仅创造

了“财政社会学”这一名称,还系统地阐述了财政社会学的学科属性和研究对

象。 在《财政问题的社会学研究路径》一文中,他鲜明地指出,财政社会学是一

门用社会学方法分析历史和现实经验中的财政问题的学科。 他认为社会学方法

就是从“社会事实”①出发,用“贴近调查事物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社会学方

法”去直面事物的原因和后果(葛德雪,2015)。 除了强调基于社会事实的研究

方法外,葛德雪还特别注重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分析财政收支之间的关系。
在他看来,财政社会学的关注重点不在于税收的种类和数量,而是它们的运用。
他强调要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告诉人们国家“怎样以及从何处获得财政收入”,
“从社会中哪个阶级身上取得税收”,这些收入“花在哪里”,哪些人受益,“需要

多大及什么样的公共管理工具” (葛德雪,2015:262)。 他认为,透过财政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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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仅能看到社会,还能窥见国家的性质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Goldscheid,
1925,2018)。 财政绝不仅仅是一堆经济数据,更是一个关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

综合性问题,因此需要使用社会学的整体主义方法来研究。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对葛德雪的财政社会学极为赞赏,

称“葛德雪的不朽贡献在于,他是恰当地强调运用社会学方法分析财政史的第

一人”(熊彼特,2018:181)。 正如熊彼特所言,“所谓的社会学方法,就是收集坚

实、未经修饰的事实,将其置于社会学领域中”。 而“财政是社会调查的最好起

点之一,尤其是在调查并不排斥它所包含的政治生活时更是如此。 在用于研究

社会转折点或新阶段之时,从财政入手的研究方法效果更为显著” (熊彼特,
2018:181 - 182)。 熊彼特认为财政社会学“特别有吸引力的地方在于,它可以

让我们从财政角度来考察国家,探究它的性质、形式以及命运” (熊彼特,2018:
183)。 他运用财政社会学方法对税收国家进行研究,指出自由经济塑造了税收

国家并决定了税收国家的命运。
弗里茨·卡尔·曼(Fritz Karl Mann)从方法论意义上肯定了财政社会学,认

为财政社会学是研究“财政对社会的影响”和“社会对财政的影响”的最佳路径,
它能成功地探讨国家、财政系统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Mann,1943,1947)。 此

后,财政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被许多学者沿用,财政社会学被认为是

“社会学的一个分支”(Ducros,1982),主要研究税收和公共支出如何对政治、经
济、文化、制度和历史等产生影响,反过来又如何被这些力量所形塑(Campbell,
1993;Martin et al.,2009;马丁等,2023a),重点关注财政事实、国家和社会之间的

关系(Leroy,2017:833 - 837)。
然而,在财政社会学的传播和发展中,“财政社会学”这一术语被不同研究

者使用,尤其经常被那些不擅长社会学的研究者挪用(井手英策,2022:3)。 《财
政社会学和财政学理论》①的作者理查德·E. 瓦格纳(Richard E. Wagner)便是

其中人物之一。 瓦格纳的“财政社会学”其实与葛德雪所倡导的财政社会学毫

无关系,他的“财政社会学”中的“社会”指市场社会,即一个交易的场所,由国家

与市场这两个结构组成。 在瓦格纳这里,国家不是一个外在干预的实体组织,而
是和市场一样,是在社会互动中自然生成的“秩序”。 由于经济和政治被同时置

于社会的交易之中,财政行动就像市场的其他行动一样,也是交易性行为,财政

现象在交易过程中生成。 正如瓦格纳所说,“就这里所追寻的社会理论取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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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来说,国家不是一个干预主体,而是一个人们进行互动的舞台或过程,这
些人追求着各自的目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受到构成那些关系的各种制度的支

配。 因此,财政现象是生成性的”(Wagner,2007:180)。
显然,瓦格纳“社会取向”中的“社会”与社会学所理解的“社会”全然不同。

社会学所指的“社会”并非一个交易场所,而是一个“把个体连接在一起的具有

内在相互关系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个体是在“共同文化造就的结构化的社

会关系中被组织起来的”,个体的选择不是孤立的,而是被其所在的文化和制度

环境塑造(吉登斯,2003:20)。 确切地说,社会学所说的“社会”不是一个由理性

人或经济人基于个人利益而形成的集合,而是由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凝

聚在一起的系统(费孝通,1996:202;迪尔凯姆,2009)。 总之,瓦格纳的财政社

会学其实是制度经济学,与社会学关系不大。
然而,瓦格纳对“财政社会学”这一术语的挪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财政社会

学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 国内最早使用和传播“财政社会学”一词的是瓦格纳

著作的译者刘志广。 受瓦格纳的影响,他认为葛德雪和熊彼特所说的财政社会

学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而非“社会学”意义上的,并将财政社会学视为“经济

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刘志广,2012:52)。 刘志广(2012)的《新财政社会学研究:
财政制度、分工与经济发展》一书就是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运用个体主义的分

析方法和财政收入最大化、议价能力、分工、市场、交易费用等理论或概念分析财

政制度和经济发展问题。 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对象来看,这本书都不能被

归入财政社会学,而应该被视作以理性选择为理论和方法的制度经济学专著。
除经济学者对财政社会学这一术语的挪用外,国内一些财政史学者将“财

政社会学”误用成“财政政治学” (刘守刚,2015;李炜光、任晓兰,2013;史锦华,
2016)。 例如,刘守刚(2015,2022)将其组织翻译的一系列财政社会学论著命名

为“基于财政政治学的文本选择”或“财政政治学视界论丛”。 他认为“财政社会

学”就是“财政政治学”,正如他在丛书的卷首语中所说,“在《财政政治的视界》
系列图书选译(编)的论文中,大家会看到有很多学者在研究中使用的是‘财政

社会学’而非‘财政政治学’,但这并非是我们‘移花接木’或‘张冠李戴’,而是

从创立者的意图和所使用的方法来说,二者在很多场合下可以作为同义词来使

用”(刘守刚、刘志广主编,2022:1)。 从《主编后记》中我们得知,他们之所以将

财政社会学等同于财政政治学,主要原因在于财政社会学“以国家为中心”这一

研究主题。 他们认为,传统财政学的研究重心是“国家”,但“遗憾的是,在中国

目前的财政学研究中,恰恰丢掉了国家”,“因此,与政治学界曾经呼吁‘找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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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相应,‘财政政治学’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在财政学领域‘找回国家’的智识努

力”(刘守刚、刘志广主编,2022:432)。
因为财政社会学的研究主题中包含“国家”,就将财政社会学草率地等同为

财政政治学,是对财政社会学的严重误用。 财政社会学的独特之处不在于研究

议题,而在于研究方法。 正如两位创始人所说,财政社会学是从“社会事实”出
发,用“社会调查的方法”来研究财政。 事实上,财政社会学不仅关注“国家”,也
关注“社会”,更关注财政、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由于财政社会学被不擅长社会学的研究者挪用和误用,国内学者在传播和

讨论财政社会学时常常出现学科不清、方向不明和研究对象不清等问题。 本文

认为,有必要对财政社会学“正本清源”,阐明财政社会学的学科定位、研究方

法、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 与此同时,对财政社会学的梳理也旨在呈现财政社会

学所带来的启示,回应我国财政研究的“经济化”问题(即只将财政作为一个经济

问题来研究),满足国家提出的“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之理论需求。

二、基于社会学的财政社会学

葛德雪并非在“社会科学”这样模糊的学科范畴上来建立财政社会学,而是

在“社会学”这一清晰的学科领域内阐明了财政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事实上,葛德雪不仅跟随著名的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学习

过财政学,而且系统学习过社会学,著名社会学家齐美尔便是他的导师之一。 不

仅如此,他以创始人的身份于 1907 年组织并参加了维也纳社会学会,并同齐美

尔、韦伯等人于 1909 年创建了德国社会学会,是当时德国极为活跃的学者、学术

活动组织者和马克思主义者(Peukert,2009;Bammé,2018)。
葛德雪关于财政社会学的基本理念发表于 1917 年出版的《国家社会主义和

国家资本主义》一书中。 作为系统学习过社会学专业并关注财政问题的学者,
葛德雪用涂尔干的“社会事实”来明确财政社会学的研究路径。 在他看来,财政

问题研究的严重缺陷在于缺乏社会学基础。 “只有社会学才能说明,社会条件

是怎样决定公共需要的,怎样决定满足公共需要的方式的(以更直接或更间接

的手段),以及社会模式与演进进程是怎样最终决定性地塑造公共支出与公共

收入之间的内在联系的” (葛德雪,2015:262)。 正是由于将财政问题置于国家

和社会现实中,葛德雪才着重强调财政社会学的重要性。 他认为,历史学、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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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统计学是财政学的三根支柱,三者结合才能让财政理论不至于完全脱离现

实。 换言之,财政社会学诞生于葛德雪的跨学科视野中,而葛德雪之所以将其命

名为“财政社会学”,是因为社会学的方法是财政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基本支

柱”(葛德雪,2015)。 “单独运用它,就可以揭示财政收入的源泉及其构成在社

会整体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财政收入对民族命运和个人命运的影响”(葛
德雪,2015:267)。

正是基于社会学的视野,葛德雪为财政社会学奠定了以下基础。 首先,确定

了财政社会学的学科属性,即财政社会学是以社会学为基础的交叉性学科;其
次,明确了财政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即财政社会学是用社会学的整体

主义方法,研究财政和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最后,提出了一系列颇

具启发性且富有深远意义的财政社会学议题,包括社会条件与公共需要的关系,
财政与国家起源、性质、能力和国家发展的关系,财政与社会结构、社会冲突、社
会变迁、社会制度的关系(他重点提了民主宪政制度),财政与公共管理的关系,
以及财政与公共资源、私人资本之间的关系,等等。

然而,在财政社会学此后的发展中,葛德雪的洞见及其所开创的议题并未受

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 由于语言的限制,葛德雪的大部分作品在英语世界中流

传极少,而移居美国的熊彼特则以其在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方面的思想观点,
在多个学科领域拥有崇高的学术威望和诸多追随者。 被视为当代财政学奠基人

的理查德·A. 马斯格雷夫(Richard A. Musgrave)是熊彼特的学生之一,他将熊

彼特的《税收国家的危机》称为“一篇财政社会学论文”,进行了专门的介绍和讨

论,从而使“财政社会学”传播甚广,以致于后来的诸多研究者都在“致敬熊彼

特”(Musgrave,1980)。 他们对财政社会学的解读和构建几乎都以熊彼特的税收

国家理论为起点,并将熊彼特视作财政社会学的创始人。
虽然马斯格雷夫对熊彼特财政思想的介绍主要集中于“税收国家”理论而

非“财政社会学”,但他十分明确地强调“熊彼特对税收国家的看法是他的社会

学而不是经济学的产物”(Musgrave,1992)。 熊彼特不仅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了

税收国家的危机,而且用社会学方法分析了帝国主义(1919 年)和阶级社会

(1927 年)(Schumpeter,1966)。 正如马斯格雷夫所言,熊彼特的社会学研究不

应该仅被视为他的一种业余爱好,因为他具有像马克思一样的研究气魄和视

野(Musgrave,1992)。
在财政社会学的复兴和发展过程中,虽然学者们认为财政社会学研究处于

“襁褓期”,研究存在“碎片化”“边缘化”和“包罗万象”等问题(Campbell,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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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lure,2009;Backhaus,2002;Martin et al.,2009;Martin & Prasad,2014),但相关

研究普遍运用了社会学方法来研究财政、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 正如坎

贝尔(John L. Campbell)所说,“不同于其他方法,财政社会学直接关注复杂的社

会互动、制度环境和历史情境,国家和社会在这样的环境和情境中发生关联,其
关联方式对财政政策及其效果产生影响” (Campbell,1993:164)。 艾萨克·威

廉·马丁(Isaac William Martin)等人主编的《新财政社会学》进一步明晰了财政

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主题。 虽然他们在阐述“新财政社会学”的起源和发

展时将其界定为一个跨学科的领域,认为“新财政社会学”不专属于社会学系,
其知识贡献来自多个学科,但他着重强调了新财政社会学对社会学方法的继承。
他们在解释为何取名“新财政社会学”时说,“我们选用‘财政社会学’这一名称,
是为了向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致敬” (马丁等,2023a,2023b:2)。 显然,马
丁等人认为财政社会学的发展源于熊彼特,而非葛德雪。 事实上,“新财政社会

学”不仅继承了葛德雪所提倡的跨学科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还讨论了他所提

出的那些富有洞见的研究议题。 只是,相对于强调财政支出的葛德雪而言,“新
财政社会学”更关注税收及与税收相关的政治或社会问题,如税收遵从、社会不

平等、家庭、性别、种族、全球化等(Campbell,2005;利伯曼,2023;Martin,2008,
2015;麦克卡费里,2023; O􀆳Brien,2017; Leroy,2017; Pacewicz & Robinson III,
2021)。 事实上,自 1990 年以来,税收几乎成为财政社会学的唯一主题,因此有

人直接用“税收社会学”来指称财政社会学(Leroy,2008)。 这就是“新财政社会

学”之所以“新”的地方。

三、财政危机:财政社会学兴起的主题

葛德雪和熊彼特倡导建立财政社会学时,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
战争加剧了原本沉重的国家债务,欧洲各国均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 财政危机

不仅构成财政社会学产生的背景,还成为财政社会学研究经久不衰的主题。

(一)葛德雪:“国中之国”与财政危机

在回答“税收国家的危机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如何化解危机”时,两位创始

人的答案截然不同。 葛德雪认为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拥有越来越多的

“负资本”,这使得作为公共债权人的资本家有机会剥削国家,而国家从劳动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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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身上获取的税收主要服务于这些公共债权人。 他认为,财政危机是现代国家

特有的问题。 古代社会之所以不会发生财政危机,是因为国家不仅有充足的财

产,而且时常拥有巨额财产。 然而,“在宪政政府时代,国家和财产分离了。 在

宪政政府成长时,在大规模私人企业可从不受限制的经济中获取权力时,企业家

们就嫉妒性地尝试阻止国家在经济领域内与自己竞争”,导致“今天的税收国家

却没有财产,并且事实上总是深陷于债务之中”(葛德雪,2015:263 - 266)。
在葛德雪看来,正是由于与国家相分离的财产落入私人资本家和金融寡头

集团手中,国家成为私人资本和强大利益集团的玩物,进而形成“国中之国”,导
致发生财政危机。 他指出,化解危机的首要任务是处理“国中之国”的问题,同
时建设和巩固“人民的财政学”。 不然,财政学仍然停留在与社会的真正需求相

脱节的状态中。 至于“国中之国”这一问题如何解决,葛德雪给出的方案是“把
财产还给国家”。 而将财产还给国家的具体方案便是国家资本主义,即建立国

家公营企业。 这样一来,国家的财政需求将不再依赖于资本家,而是取决于国家

公共资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他坚信,“只有富裕国家,才会是一个正义国家”
(葛德雪,2015:271)。 但葛德雪的资本重组计划只是接管大型企业三分之一的

股权,不针对中小企业;另外,他十分看重企业家精神,认为国家公营企业应当交

给职业经理人来管理,而不是由国家机关管理(Goldscheid,1917)。

(二)熊彼特:自由经济与“税收国家的危机”
熊彼特的税收国家是相对于工业革命之前欧洲封建领主经济及其封建社会

结构而言的。 他认为,国家是“封建领主和资产阶级之间冲突和妥协的产物”
(熊彼特,1999:260),“‘税收’与‘国家’的关系至深,以至于‘税收国家’这样的

表达形式几乎可以被看作赘语” (熊彼特,2018:192)。 但他并非只是简单地从

“财政收入的形式”进行分析,而是从经济制度及与其相关的“私人领域”(社会)
与“公共领域”(国家)之间的关系来论述税收国家的本质。 他认为欧洲传统封

建国家以“领主经济”为基础,而领主经济由于不存在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私人

经济,所以领主国家的财政是一种不具有公共性的家财式财政。 税收国家的经

济制度以自由经济或私人经营为基础,其财政收入来自私人经营的税收所得,所
以税收创造了一个以公共领域为活动范围的国家,因而具有公共性。 熊彼特认

为,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不是私人占有和经营企业,而是由国家当局控制生产资

料”(熊彼特,1999:25),因此不是税收国家。
在熊彼特看来,只要私人企业和自由经济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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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就不会崩溃。 但当资本主义完成了其历史使命,社会的发展就会超越税收

国家,进入社会主义。 事实上,他提出的“税收国家一定会崩溃吗”这一问题,与
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书中

所问的“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吗”意涵相同。 这更直接地表明,他所关心的问题

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必定崩溃吗? 会不会被社会主义替代? 对于这两

个问题,他给出的答案也是类似的,即认为资本主义最终会过渡到社会主义,但
这种过渡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本身的经济问题,即自由经济的失败,而是不断“革
新生产技术”和“创造性的破坏”的“进化”带来的结果,是“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

义化”,而非“不成熟状态下”的革命带来的结果。 他认为,“在资本主义体系内

的逐步社会主义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最明显可以期望的事情” (熊彼特,
1999:339)。

因此,熊彼特反对葛德雪所主张的“把财产还给国家”的做法,而是相信自

由经济和私人企业能应对税收国家的危机。 他认为,只要推动社会发展的仍然

是以个人利益为动力的自由竞争经济,税收国家便不会崩溃。 反之,如果自由经

济本身失败了,那么税收国家就可能失败。 正如他所说,“如果税收国家能够拯

救自己,但经济却在这一过程中趋于毁灭或注定陷入悲惨境地,那么所做的一切

都是无用功”(熊彼特,2018:207)。

(三)奥康纳:国家职能与财政危机

继葛德雪和熊彼特的财政社会学研究后,财政社会学一度陷入沉寂,①直到

1973 年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的《国家的财政危机》 (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问世后,财政社会学研究方才迎来复兴。 虽然该书出版

后,学界评价褒贬不一,“但不管怎样,他们全都表示欣赏笔者论述了一个财政

社会学问题,而且约瑟夫·熊彼特在很早以前就曾表示,这是一个大有前途的研

究方向。 但在《国家的财政危机》问世以前,这个‘大有前途的研究方向’一直是

社会理论和社会科学研究最欠缺的领域之一”(奥康纳,2017:序言:14)。
奥康纳认为财政危机主要源于两个相互矛盾的国家职能,即资本积累职能

和政治合法化职能。 这两项职能分别对应社会资本支出和社会费用支出。 由于

国家的社会资本支出所产生的利润被私人垄断资本占有,国家资本成本社会化

和利润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断凸显,进而导致国家财政支出和收入之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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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结构性缺口”,即财政赤字,最终引发财政危机。 奥康纳认为,财政赤字只是

国家财政危机的表现,财政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

占有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在垄断部门和国家部门之间的关系之中。 在他看来,
私人资本为了增加和巩固其利润,不仅剥夺了国家的直接生产性资本(即国有

企业赚钱的营生),而且通过借贷(向国家提供贷款形成的公债)扩张和壮大了

自己的力量,同时造就了一个“食利金阶层”和“金融贵族”。 最后,国家在经济

与政治层面都成为私人资本的附庸,同时有求于银行家、投资人和其他货币经纪

人阶级(奥康纳,2017:177 - 178)。
奥康纳指出,财政危机的实质是一种社会危机,其不仅使经济和政治上对立

的劳资双方剑拔弩张,还分化了劳动阶级。 根本而言,这一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的

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导致的,解决这种危机的“唯一永久性方法就是社会主

义”,暂时的方法是发展“社会—工业综合体”,即通过提高垄断部门和国家部门

的生产率来缓解财政危机(奥康纳,2017:210)。
显然,奥康纳继承了葛德雪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从社会阶级的角度剖析

了国家财政危机的根源和解决之道。 虽然熊彼特的分析与他们不同,但熊彼特

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演化模型。 基于此,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将三位学

者的危机财政社会学称为“马克思主义财政社会学”(Musgrave,1980)。

四、税收秩序:财政社会学发展的主题

继奥康纳之后,奥地利传统的财政社会学虽有零星的研究发表,却再无系统

性的研究文献出现(Backhaus,2002,2005)。① 马丁主编的《新财政社会学》虽然

是一本论文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自奥康纳之后“财政社会学的碎片化”
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作为政治议题的减税和抗税

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美国,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普通公众,都很少将税

收看作一个政治议题。 直到政治精英在参与竞选时,将对税收的不满当作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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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此期间虽然有一些文献讨论了财政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及相关议题,但大多数是对熊彼特观点的总

结和归纳,比如马斯格雷夫 1980 年的《财政危机理论:一篇财政社会学论文》和 1992 年的《熊彼特的

〈税收国家的危机〉:一篇财政社会学论文》(Musgrave, 1980, 1992)。



与卖点,并展开频繁的公共讨论,税收才真正地成为政治议题,公众对税收的态

度也由此受到影响。 政治精英对税收的政治化又进一步强化了公众与税收之间

的关联,“人们在评价政党时,不管是喜欢还是厌恶,都越来越多地与税收相联

系”(坎贝尔,2023:80)。
弗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进一步讨论了美国的减税

或者说“永久抗税”问题是如何成为政治议题的(布洛克,2023)。 在布洛克看

来,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政治精英接受了激进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认为,无论是 19 世纪的济贫制度还是 21 世纪的福利制度,均会损

害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培养懒惰并因而降低生产效率;个人必须对自己的命运负

责,参与到达尔文主义的自然法则的竞争中。 与此相对立的宗教保守派则坚持

认为,当现实过于沉重和无法好转时,应该将重点放在来世的宗教上,通过个人

救赎(如个人的善举、责任和自律)来对自己的命运负责。 此外,市场原教旨主

义和宗教保守派联盟主张减税,反对家庭以外的社会责任,进而阻挡了各种社会

和经济变革,尤其阻挡了具有保护“社会”功能的福利政策的变革。 布洛克认

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宗教保守派否定“社会”的主张通过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

执政在社会范围内得到了广泛宣传与贯彻,并被普通民众所接受,从而造就了美

国的永久抗税运动。

(二)税收遵从

与永久抗税运动相反,也有很多国家的民众具有较强的纳税意识。 因此,
“为什么人们会同意纳税”便成为财政社会学讨论的议题之一。 传统财政学很

少关注这一问题。 原因在于,传统财政学以国家财政为理论基础,认为国家是财

政运行的主体,是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的代表。 国家扮演着家长的角色,为实现

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 但财政学转为公共经济学后,国家和

民众都被视为具有自身利益考量的理性人。 那些代表国家的统治者及政治精英

追求税收收入的最大化,民众则看紧自己的口袋,不愿自己创造的资源被统治者

剥夺。 那么,为什么理性的个人会同意国家征税呢? 马丁等认为,这是因为国家

有意设计了不容易被民众感知的税收政策。 通过民众的认识偏差和愚民政策宣

传,国家获得了税收遵从 (马丁等,2023b)。 当詹姆斯·M. 布坎南 ( James
M. Buchanan)的公共选择理论被引入财政学后,税收被视为利益集团、政治精

英、政党和民众之间博弈的对象。 与此同时,一种以个体主义为基础的税约契约

关系成为解释纳税人同意的主要依据,并被用来回答为何纳税人会同意某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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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均衡(布坎南、图洛克,2017)。
新财政社会学则认为,纳税人同意———包括政治层面的接受与法律层面的

遵守———取决于一种“社会”的而非“个人”的契约(马丁等,2023b:26)。 因为纳

税人的计算不只是基于自利的考虑,还将受到整个社会的影响,从而考虑集体的

善。 例如,埃文·S. 利伯曼(Evan S. Lieberman)认为纳税遵从实质上是一种“牺
牲”(sacrifices),即把个人资源转换成公共资源,税收进而成为国家供给公共物

品或公共服务的公共资源。 相对于征兵或其他为了公共的善而约束、改变私人

行为的政策(如禁止吸毒、限制吸烟、限速驾驶等)所带来的牺牲,纳税这类牺牲

是最为持久的牺牲。 利伯曼指出,在公共政策层面,基于成本和收益的计算是不

成立的,因而不能用短期的、个人的、以消费为基础的市场逻辑去理解这类为公

共利益所做出的牺牲行为。 由于与市场交换逻辑不同,“社会”不仅存在合作与

集体行动,而且存在“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成员要作出贡献”的道德规范,即“共享

的集体观念”(利伯曼,2023:130)。 这种共享观念表现为身份边界和群体认同

的情感。 如果纳税人相信他们的税款是让“我们”,即由“群体内部”受益时,那
么他们便有动力为共同体成员作出牺牲。 他还以南非和巴西这两个国家在应对

艾滋病时所采取的不同税收政策为例,说明了群体认同和纳税人同意之间的

关系。

(三)税收的社会影响

在呈现“税收的社会后果”时,《新财政社会学》进一步探讨了税收对国家能

力、民主化和社会不平等方面的影响。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其《汲取

与民主》(Extraction and Democracy)一书中分析了国家汲取财政的方式对民主化

的影响。 他以俄罗斯的政治转型为例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不仅没有实现

国家能力,反而产生了抢占国家财富的经济寡头,由此衍生了大量的有组织犯

罪、贪污以及社会不平等。 蒂利指出,1999 年,普京执政后就通过国家资源的重

新国有化使国家重新掌握了国家财富,从而有效地扭转了国家能力弱化的趋势,
但由此而来的代价是“民主”被挤出了。 在他看来,国家从民众身上直接汲取财

政资源的方式会开启“干预 -抵抗 -镇压 - 讨价还价”的制度循环,从而促进国

家与民众之间的协商,走向成熟的民主化之路。 而那些资源型国家(如依靠石

油等资源获取财政收入的国家),或直接掌握国家资源的生产型国家,由于无需

从民众手中直接获得税收,无需获取民众的纳税同意,因而难以产生民主。 蒂利

认为,从长远视角看,只有当统治者依赖公民的纳税遵从并将其作为统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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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民主化才会产生(Tilly,2009)。
总体而言,蒂利对于国家资源与国家能力关系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和

印证了葛德雪和奥康纳的论点,即只有掌握了资源的国家才具有国家能力。 但

他关于汲取方式与民主的论述却不符合中国经验,因为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从民

众手中直接征税的。 换言之,从国家汲取财政的方式看,传统中国一直属于税收

国家,却并未走向蒂利所言的西方式民主。 其原因在于,传统中国“纳税遵从”
观念的形成不同于西方“权利、抗争与妥协”的逻辑,而是源自儒家“家国一体”
的文化观。

在讨论税收制度的社会基础问题时,埃德加·凯瑟(Edgar Kiser)和奥黛

丽·萨克斯(Audrey Sacks)以非洲为案例说明,在监控能力十分薄弱的条件下,
非洲国家的税收管理体制改革经常受到新公共管理理论和代理人理论的影响,
致力于模仿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管理体制,结果不但没有提升国家能力,反而

导致了腐败和低效率。 他们认为,不顾组织运行的制度环境所进行的“过度模

仿”和“复制”往往是组织无效运行的根源(凯瑟、萨克斯,2023)。

五、财政社会学的启示

从经济、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实践关系(而非抽象的理论假设)出发,探讨财

政、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财政社会学带来的启示。 在这一启示下,我们将尝

试重构公共物品理论,进而讨论社会秩序与现代公共财政,以及财政与国家之间

的关系,以回应我国财政研究的“经济化”问题和“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

要支柱”之理论需求。

(一)社会:公共物品供给的主体

现代公共财政学的起点是市场失灵理论和公共物品理论。 然而,国内外财

政学者普遍认为,公共物品只有在纯理论逻辑上才成立。 “对于这一事实,经济

学不仅早已熟知,而且将完全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斥性的公共产品称作为纯公

共产品,以区别于其他被称作为准公共产品的公共产品。 尽管如此,但大部分理

论分析却并没有介意这样的区分,而是以纯公共产品为前提来探讨政府的公共

产品提供”(山田太门,2020:37)。 这种理论逻辑上成立的公共物品在现实中几

乎找不到相对应的物品。 例如,有些物品和服务(如医疗、教育和住房等)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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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国家属于公共物品,在另一些国家却不属于公共物品,即不同国家公共物品供

给的类型不同;即使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供给的公共物品类型也不同。 基

于公共物品概念无法与现实对应的尴尬困境,吕冰洋(2018)借用了布坎南对公

共物品的定义,即“人们观察到有些物品和服务是通过市场制度实现需求与供

给的,而另一些物品与服务则通过政治制度实现需求与供给,前者被称为私人物

品,后者则称为公共物品”(布坎南,2009:1)。 虽然布坎南所言的政治过程主要

是指“可行的一致同意”这一规则而非具体的国家或公共组织,但其启示性意义

在于,人们可以从公共物品供给的“主体”,而不是仅从公共物品的“物品属性”
来区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 本文认为,一般情况下,由公共组织(国家或社会

组织)供给的物品和服务都属于公共物品,通过市场购买的物品和服务都属于

私人物品。
一旦从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出发来讨论需求与供给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公

共物品的供需关系和市场失灵并无直接关系,而是与人类对公共物品的需求相

关。 人类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主要基于三个原因。 “一是个人或社会基本单位无

力从事,只能由社会力量方能实现的事务;二是对个人或社会基本单位无直接利

益或利益极少而不愿办,又是社会存在与发展所必需的事务;三是唯有社会为主

体去举办,方能有效地协调相关社会成员各个方面利益的事务。 这三点既是区

分社会再生产诸多事务中哪些属于社会共同需要事务的标准,也是界定财政职

能范围的依据”(何振一,2005:13 - 14)。 虽然何振一没有详细阐述“社会力量”
或“社会”是什么,但在他看来,提供公共物品的“社会”是一个外在于“个人”的
合作集体,是一种超越于个人力量的共同体力量。 在关于财政起源的论述中,这
个“社会”既是原始社会的“氏族”或“原始公社”,也是后来的“国家”,即独立于

个人的团体或公共组织,它们构成了公共物品供给的“主体” (何振一,2005:
35 - 45;吴才麟,2016)。

(二)社会失序:现代公共财政的产生

在国家这种超大规模的群体组织和社会单元产生之前,人类的所有公共需

要和公共物品都是由家庭、氏族、部落等“社会”单元来满足和供给的。 在原始

采集社会,“大多数智人部落不断迁移,随着季节变化、动物每年的迁移、植物的

生长周期,人类也不断追逐着食物,从一地前往另一地”(赫拉利,2017:48)。 他

们现采现吃,无论是保存食物还是储存食物都不是普遍的事情。 因此,原始社会

几乎没有多余的食物和剩余产品。 当时人类最主要的公共物品就是安全和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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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氏族或部落共同合作应对危机四伏的动物世界,一起打猎、采集以获取食物,
并共同分享食物。

农业革命使人类定居下来,人类有了一个固定的活动中心———家园。 随着

生产力和储存技术的发展,家庭、氏族等亲属团体的剩余劳动产品也越来越多。
如何分配这些剩余的劳动产品,也即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是家庭、氏族等亲属

团体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与此同时,定居下来的农民需要共同合作的事务也

日益增多,房屋的搭建、农田水利的修建等都是极其重要的公共事务。 即使进步

至农业社会,在家庭、家族或氏族中,也仍然存在由家长或族长负责亲属团体内

部的生产、分配及秩序这一情况(恩格斯,2018;摩尔根,2012;韦伯,2006:41)。
简言之,在西方现代国家产生之前,人类的公共物品需求主要由作为“共同体”
的家庭、氏族、部落、村社、封建领主和教会组织等“社会”主体来满足。

自由市场的确推动了现代公共财政的产生,但其背后的逻辑并非源于公共

物品的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等属性所导致的市场失灵,而是由于自由市场及其相

伴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秩序问题。 波兰尼(2013)称
之为“巨变”或“大断裂”,涂尔干、马克思、韦伯等社会学家称之为“社会大转

型”,历史学家则称之为“一个史无前例的冷酷时期” (霍布斯鲍姆,2017:228)。
在这一时期,随着自由市场和工业革命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开始取代农民家庭

手工业和其他自给生产领域,农民与土地开始分离,家庭、社群和其他初级“社
会”组织逐步瓦解,人们不得不终结自己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走出山区和农

村,进入城市和工厂,成为市场上的“商品”。 他们除了其劳动力之外,一无所

有,无依无靠。 与此同时,传统伦理道德和社区共同体的互助制度也被市场经济

瓦解,人们陷于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深渊,许多人面临他们无法理解的社会灾

难,如贫困、无家可归,以及前所未有的健康和公共卫生问题。 同时代的作家在

《雾都孤儿》《双城记》《卖火柴的小女孩》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作品中,对
当时民众的苦难生活和社会秩序进行了详细描述与深刻揭示。 失业、赤贫、压迫

和无助导致劳工运动与社会暴动不断爆发。 面对愈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日益混

乱的社会秩序,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改善公共秩序、稳定社会的举措,出台了涉及

公共卫生、公共保障、公共事业建设的公共政策。 现代公共财政便是伴随这些公

共政策的产生而产生的。

(三)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财政

虽然现代公共财政产生于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之后的“社会大转型”,但

001

社会学研究 　 2024. 1



“财政”有悠久的历史。 它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是国家治理的基础。 然

而,在现代公共财政学中,国家要么只是弥补市场失灵的“有形之手”,与市场这

一“无形之手”一样具有资源配置功能(马斯格雷夫,2003);要么只是一个追求

“一致同意”的“政治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与市场上的其他理性人一样,只
是公共选择的主体之一(布坎南、图洛克,2017)。 总之,现代公共财政学将国家

抽象成了一种“制度集合”,或是一个没有历史经验和文化的理性人。
正是因为现代公共财政理论无法解释我国国家与财政之间的实践关系,国

家才将财政重新定义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财政与国家治理的关

系主要指涉财政在治国理政中所发挥的作用与功能,而财政的性质与功能恰是

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所塑造的。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不是抽象或逻辑演绎的,
而是在具体的历史与现实经验中形成的。

1. 财政契约:西方“税收国家”的产生

葛德雪和熊彼特对财政与国家的关系的讨论便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

角,认为国家是为了满足某种公共需求而产生的。 熊彼特所谓的税收国家其实

就是他后来所说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即学界普遍所说的西方现代民族国家。 税

收国家的成长过程其实就是西欧现代国家的成长过程(埃利亚斯,2009;蒂利,
2007;曼,2007),其成长的主要动力即熊彼特所说的“自由经济”和“市民社会”
(因现代工商业兴起的商人群体)。 国王需要打破封建格局以获得更多的人口

和土地,而以商人群体为主的市民社会也需要打破封建领土的藩篱,以建立统一

的自由市场;但国王无法支付统一战争所需的资金,因此需向有钱的市民社会借

款。 然而,握有资本的市民社会并不愿意无条件地满足国王的税收需求,于是

“无代表、不纳税”成为市民社会的政治诉求和交换条件,并最后形成了国家与

市民社会之间的“财政契约”模式。
综上所述,西欧从封建领主国家转向税收国家的过程实质是国王、贵族僧侣

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斗争过程,即国王与市民社会合作瓦解封建社会的过程。 随

后,市民社会又认为基于“血统”的国家权力没有合法性,要求限制王权,实施宪

政,由此产生了政党和议会制度。 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塑造了税收国家的基本

特性:国家与社会以税收为交换媒介,形成了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和购买者的市场

交换关系,并通过政党政治来表达双方的需求。 作为顾客的公民为了减税以及

争取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不断与国家进行博弈和抗争,而代表国家的政党为了

获取政治权力,也不断地承诺减税并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 税收国

家由此陷入不断循环的财政危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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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国共同体”:财政治理的社会基础

虽然我国在秦代之前也是封建国家,但其经济基础并非欧洲的庄园经济,社
会结构也不是农奴制(钱穆,2013:13 - 17)。 我国古代封建时期实施井田制,只
有中间公田的收成为封建地主所有,私田的收成则归农户所有。 公田的收成除

了供养封建地主之外,也要用于为农民提供公共设施、安全、救济等公共服务。
井田制被废除之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郡县制国家逐渐形成,农民无论田地多

少,只需交赋税,此即所谓“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钱穆,2013:16)。 以赋税为

主要形式的财政收入由户部专门管理,用于公共物品供给。 国家的“公共性”也
由此彰显。 此外,以皇室封地为基础的“皇家财政”由“内务府”管理,主要用于

皇室家族支出。 传统中国由此形成了“公私并存”的财政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

来,1949—1978 年的国家财政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国家领土

内的所有资源都构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 民众的大部分需求也都经由国家

供给的公共物品来满足,即“对公民从生下来直到死亡的许多需要都由政府统

包”(何振一,2005:17)。 改革开放后,我国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 国家财政收入既来自公有制的国有企业,也来自集

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还来自私人经济和个人收入。 因此,无论是熊彼特的以自

由经济为基础“税收国家”,还是以庄园经济为基础的领地国家,都无法概括我

国自秦汉以来“公私并存”的国家财政特性。
我国公私并存的财政特性是基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融合的关系。 自秦汉

以来,我国便形成了所谓“家庭与国家组织的同构体”的关系(金观涛、刘青峰,
2010:50;许纪霖,2017:2)。 相较于“个人本位”的西方社会,中国社会属于以

“伦理”组织的社会(梁漱溟,2018:94;钱穆,2019b:26),或“伦理本位”的社会,
即“国家消融在社会里面,社会与国家相浑融”,“它没有边界,不形成对抗。 恰

相反,它由近以及远,更引远而入近;泯忘彼此,尚何有于界划? 自古相传的是

‘天下一家’,‘四海兄弟’”(梁漱溟,2018:94 - 96、191);群已、公私之间的界限

是相对而非绝对的。 如梁漱溟(2018:96 - 98)所言:

伦理社会中,夫妇、父子情如一体,财产是不分的。 而且父母在堂,则兄

弟等亦不分;祖父在堂,则祖孙三代都不分的,分则视为背理(古时且有

禁)———是曰共财之义。 不过伦理感情是自然有亲疏等差的,而日常生活

实以分居为方便;故财不能终共。 于是弟兄之间,或近支亲族间,便有分财

之义。 初次是在分居时分财,分居后富者或再度分财于贫者。 亲戚朋友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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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之间,彼此有无相通,是曰通财之义。 通财,在原则上是要偿还的;盖其分

际又自不同。 然而作为周济不责偿,亦正是极普通情形。 还有遇到某种机

会,施财亦是一种义务;则大概是伦理上关系最宽泛的了。 要之,在经济上

皆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有不然者,群指目以为不义。 此外,如许多祭田、义
庄、义学等,为宗族间共有财产;如许多社仓、义仓、学田等,为乡党间共有财

产;大都是作为救济孤寡贫乏和补助教育之用。 这本是从伦理负责观念上,
产生出来的一种措置和设备,却与团体生活颇相近似了。

……
再与西洋对照来看,像英美等国常有几百万失业工人,整年从国家领取

救济金维持生活,实为过去中国所未闻。 在他们非独失业问题如此,什么问

题来了,都是课问政府。 因为西洋原是团体负责制。 中国则各人有问题时,
各寻自己的关系,想办法。 而由于其伦理组织,亦自有为之负责者,因此,有
待救恤之人恒能消纳于无形。 此次抗战,在经济上支撑八年,除以农村生活

偏于自给自足,具有甚大伸缩力外,其大量知识份子和一部分中上阶级之迁

徙流离,卒得存活者,实大有赖于此伦理组织。 中外人士固多有能察识及

此,而道之者。

这些论述足以说明“家国一体”的中国社会如何“彼此顾恤,互相负责”,“守
望相助、疾病相扶”。 许倬云则用“亲缘组织”和“类亲缘组织”等具体的“主
体”,说明了“互帮互助、共渡难关”的中国“社会共同体”是如何为社会成员提供

公共物品的(许倬云,2018:210 - 215)。
3. “国泰民安”:财政治理的功能

当社会能为人们提供大部分公共物品时,国家财政的主要功能则是国防和

社会稳定,即“国泰民安”。 但实现“国泰民安”并非只是一个财政问题,更是一

个国家治理问题。 例如,我国赋税制度从汉朝的田租、赋税发展到唐朝的“两税

法”,再到明朝的“一条鞭法”乃至清朝的“摊丁入亩”,国家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

国家的供养问题,更是土地问题、农民问题,以及“士农工商”之间的社会关系问

题。 国家将“农”置于“工商”之上,主要是因为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民是社会稳

定的基础,保障“农”这个社会基础,就能实现“民安”的目标。 为此,国家一方面

实行轻徭薄赋,另一方面避免土地的大规模集中,推行“耕者有其田”,保证小农

充分就业,以避免大规模的流民引发社会秩序问题。 为了实现“国泰”这一目

标,国家控制盐铁等可获大利的工商业,从中获得主要的财政收入用于国防。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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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国家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于国家控制的自然资源,国家才能给小农以

轻徭薄赋。 而国家对主要资源的控制基于儒家“节制资本” “重农抑商”的治理

理念,通过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保持“士农工商”之间的平衡。 如果国家因官僚

体制的腐败无法从重要资源中获得财政收入,就只能对小农课以重税,因而极有

可能导致士农关系的失衡,甚至引发农民起义,“民安”亦无从谈起。 而一旦土

地、盐铁等重要资源集中于私人手中,不仅会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而且国家将

陷入葛德雪所说的“国中之国”的困境,因此丧失自主性,“士农工商”平衡的社

会秩序将无法维持,“国泰民安”的目标也无法实现。 因此,我国国家治理与财

政关系的独特性在于,国家并非一味地追求其财政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如何通过

财政来平衡政治、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实现“国泰民安”。 正如钱穆所说,中
国的传统经济理想是孔子所说的“贫而乐、富而好礼”,即社会虽然无法达到“均
贫富”的境界,但力图在某种限度内保持其平等,要让穷人能够获得一些快乐,
富人知礼守礼。 “礼便是一种生活的节制与限度”,“亦即是一种均产的理想,这
一种理想的执行人就是‘士’”(钱穆,2019a:58 - 59)。

20 世纪以后的中国虽然也被纳入到了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之中,但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并没有演变出西方式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相反,社会主义理

念与优秀传统文化相通,现代中国不仅继承了传统“家国一体”的国家与社会关

系,正如一些歌词表达的那样,“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五十六族兄弟

姐妹是一家”,还继承了传统“贫而乐、富而好礼”的发展理念,例如执政党始终

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发展的远景目标。 “共同富裕”也不是均富,而是强调社

会群体之间的平衡发展。 如果说“富裕”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共同”是一个社会

学问题(冯仕政,2022),那么“共同富裕”则是一个典型的财政社会学问题。 “共
同富裕”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平等现象进行反思和调适,将经

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作为社会发展的双重目标。

六、结　 论

本文遵循财政社会学创始人葛德雪的传统,对财政社会学进行了“正本清

源”,强调了财政社会学的学科属性。 国内学者对财政社会学之所以出现不同

的理解,一方面是由于财政社会学兴起于国外,而国外学者对此也缺乏系统的梳

理,财政社会学没有专门的教材,只有少量零散且简短的综述性文献(Campbell,

401

社会学研究 　 2024. 1



1993;Backhaus, 2002,2005,2013;Mclure, 2009);另一方面是由于财政社会学本

身具有跨学科的性质,不同学者根据自己的学科视角或研究议题来解读财政社

会学。 这不仅导致财政社会学在国内出现学科不明、方法不明和研究对象不明

等问题,也使国外的财政社会学议题极为宽广,而且产生了不同的流派(Leroy,
2011)。 正因为财政社会学议题之广泛、研究之碎片化,本文无法穷尽所有文献,
而是依据“财政”与“税收”这两条主线来梳理代表性研究和核心主题。

关于如何应对我国财政研究中的“经济化”问题,以满足国家提出的“财政

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之理论需求,财政社会学给予了重要启示。 财

政研究的“经济化”不仅是英美主流财政理论的基本格局,也影响着我国 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财政学科的体系框架(马珺,201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

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后,国内财政学界掀起了一场以国家治

理为主题的财政学基础理论本土化的大讨论,认为财政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应
该脱离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回归我国历史与社会的视野(李炜光、任晓兰,
2013;高培勇,2014,2017;李俊生,2012;李俊生、姚东旻,2018;于海峰,2018;孙
开,2018;陈志勇,2018;马海涛等,2020)。 然而,大多数学者停留于“呼吁”层

面。 虽然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公共风险(刘尚希等,2018)和公共秩序(吕冰洋,
2018,2021)的角度构建国家治理财政论,但囿于学科边界,仍然无法摆脱其“经
济化”问题。 本文在财政社会学的启示下对公共物品、现代公共财政以及财政

与国家关系等财政理论进行了本土化构建,说明了“现代公共财政”的产生是为

了应对社会大转型所引发的社会秩序问题,“财政”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
其功能和属性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所决定。 这种构建更多只是一种尝试,希望

由此能激发学界在财政领域展开更深入的本土化理论建构。
由此,对财政社会学的“重新发现”也是为了回应金融危机或债务危机等重大

现实问题。 自葛德雪和熊彼特提出“税收国家的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处

于控制赤字和预算平衡的巨大压力中。 2008 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被视为“历史的

惊雷”,再次印证了葛德雪的观点,即依赖私人资本的税收国家永远没有足够的资

金来真正消除自由经济的所有后果(Bammé,2018)。 税收与不平等问题也逐渐成

为财政社会学的重要议题(Leroy,2011;Martin & Prasad,2014;Martin,2020)。 为

此,维也纳社会学会于 2016 年专门召开了一次学术研讨会,讨论葛德雪传统的财

政社会学对当前的意义。 综述会议的马克斯·哈勒(Max Haller)认为,面对分崩

离析的金融市场,自由主义的税收国家从根本上受到了质疑,葛德雪所倡导的代表

社会整体利益的伦理国家(又称“道德国家”“干预国家”)更符合人类社会的长远

501

专题研究 财政社会学的起源、发展与启示



发展要求(Haller,2018)。 安·芒福德(Ann Mumford)则在财政社会学 100 周年之

际对财政社会学议题表达了共鸣,认为国家干预已变得不可或缺(Mumford,2019),
这一观点呼应了皮凯蒂(2014)提出的针对全球资本和继承性财富征税的观点。
皮凯蒂的研究表明,社会平等无法通过纯经济运行机制自动实现,因为财富分配和

不平等问题是由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共同塑造的(皮凯蒂,2014)。 财政社会学的

独特功能就在于,它正视了经济发展背后的“不稳定、不公平和贫穷”(Martin &
Prasad,2014;Carruthers & Kim,2011),并据此提出不同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解决方

案(Mumford,2019:142)。 由是观之,我国提出的“共同富裕”不仅是解决社会不平

等问题的有效方案,而且将成为财政社会学的经典议题。

参考文献:
埃利亚斯,诺贝特,2009,《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上

海译文出版社。

奥康纳,詹姆斯,2017,《国家的财政危机》,沈国华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波兰尼,卡尔,2013,《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布坎南,2009,《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马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布坎南,詹姆斯·M. 、戈登·图洛克,2017,《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

布洛克,弗雷德,2023,《看他们的嘴型:税收和右翼议程》,艾萨克·威廉·马丁、阿杰·K. 梅罗特拉、莫

妮卡·普拉萨德编《新财政社会学:比较与历史视野下的税收》,刘长喜等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

版社。

陈志勇,2018,《注重基础研究,创新财政学说》,《财政研究》第 6 期。

迪尔凯姆,埃米尔,2009,《自杀论:社会学研究》,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蒂利,查尔斯,2007,《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 990—1992 年)》,魏洪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恩格斯,2018,《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

费孝通,1996,《学术自述与反思:费孝通学术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冯仕政,2022,《共同富裕与国家治理:从经济政策、公共政策到社会政策》,《中国社会科学报》9 月 1 日。

高培勇,2014,《论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的财政基础理论建设》,《中国社会科学》第 12 期。

———,2017,《抓住中国特色财政学发展的有利契机》,《人民日报》2 月 27 日。

葛德雪,鲁道夫,2015,《财政问题的社会学研究路径》,理查德·A. 马斯格雷夫、艾伦·T. 皮考克主编,

《财政理论史上的经典文献》,刘守刚、王晓丹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何振一,2005,《理论财政学》第二版,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赫拉利,尤瓦尔,2017,《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第二版,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霍布斯鲍姆,艾瑞克,2017,《革命的年代:1789—1848》第二版,王章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吉登斯,安东尼,2003,《社会学》第 4 版,赵旭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601

社会学研究 　 2024. 1



金观涛、刘青峰,2010,《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北京:法律出版社。

凯瑟,埃德加、奥黛丽·萨克斯,2023,《当代非洲国家税收管理的改进:历史的教训》,艾萨克·威廉·马

丁、阿杰·K. 梅罗特拉、莫妮卡·普拉萨德编《新财政社会学:比较与历史视野下的税收》,刘长喜等

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坎贝尔,安德里亚·路易斯,2023,《美国人如何看待税收》,艾萨克·威廉·马丁、阿杰·K. 梅罗特拉、莫

妮卡·普拉萨德编《新财政社会学:比较与历史视野下的税收》,刘长喜等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

版社。

利伯曼,埃文·S. ,2023,《要求牺牲的政治:把财政社会学的洞察力应用到艾滋病政策和国家能力研究

上》,艾萨克·威廉·马丁、阿杰·K. 梅罗特拉、莫妮卡·普拉萨德编《新财政社会学:比较与历史视

野下的税收》,刘长喜等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李俊生,2012,《以“社会共同需要”为核心概念构建财政学理论框架体系———关于社会共同需要财政理论

的文献研究》,《财贸经济》第 6 期。

李俊生、姚东旻,2018,《财政学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基础? ———兼评市场失灵理论的“失灵”》,《经济研究》

第 9 期。

李炜光、任晓兰,2013,《财政社会学源流与我国当代财政学的发展》,《财政研究》第 7 期。

梁漱溟,2018,《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刘尚希、李成威、杨德威,2018,《财政与国家治理:基于不确定性与风险社会的逻辑》,《财政研究》第 1 期。

刘守刚,2015,《财政经典文献九讲:基于财政政治学的文本选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刘守刚、刘志广主编,2022,《财政政治的视界:缘起与发展》,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刘志广,2012,《新财政社会学研究:财政制度、分工与经济发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吕冰洋,2018,《“国家治理财政论”:从公共物品到公共秩序》,《财贸经济》第 6 期。

———,2021,《现代财政制度的构建:一个公共秩序的分析框架》,《管理世界》第 10 期。

马丁,艾萨克·威廉、阿杰·K. 梅罗特拉、莫妮卡·普拉萨德,2023a,《新财政社会学:比较与历史视野下

的税收》,刘长喜等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23b,《历史的惊雷:新财政社会学的起源与发展》,艾萨克·威廉·马丁、阿杰·K. 梅罗特拉、莫

妮卡·普拉萨德编《新财政社会学:比较与历史视野下的税收》,刘长喜等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

版社。

马海涛、秦韶聪、任强,2020,《财政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路径与展望》,《经济研究参考》第 3 期。

马珺,2015,《财政学研究的不同范式及其方法论基础》,《财贸经济》第 7 期。

马斯格雷夫,2003,《财政理论与实践》,邓子基、邓力平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麦克卡费里,爱德华,2023,《财政社会学中的“性别”在哪里? ———比较视角下的税收和性别》,艾萨克·

威廉·马丁、阿杰·K. 梅罗特拉、莫妮卡·普拉萨德编《新财政社会学:比较与历史视野下的税收》,

刘长喜等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曼,迈克尔,2007,《社会权力的来源》第 2 卷,陈海宏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摩尔根,2012,《古代社会》,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皮凯蒂,托马斯,2014,《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陈剑、余江、周大昕、李清彬、汤铎铎译,北京:中信出

版社。

钱穆,2013,《中国经济史》,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701

专题研究 财政社会学的起源、发展与启示



钱穆,2019a,《中国历史精神》,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9b,《中华文化十二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山田太门,2020,《财政学的本质》,宋健敏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史锦华,2016,《基于财政社会学中“中国困惑”的深度思考———兼论中国财政学的构建》,《地方财政研

究》第 3 期。

孙开,2018,《深化财政基础理论研究的思考》,《财政研究》第 6 期。

韦伯,马克斯,2006,《经济通史》,姚曾廙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吴才麟,2016,《史前经济与财政起源》,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熊彼特,约瑟夫,1999,《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8,《税收国家的危机》,刘志广、刘守刚译,哈罗德·M. 格罗夫斯著、唐纳德·J. 柯伦编《税收哲

人:英美税收思想史二百年》,刘守刚、刘雪梅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许纪霖,2017,《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许倬云,2018,《中国文化的精神》,北京:九州出版社。

于海峰,2018,《关于财政基础理论和财政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财政研究》第 6 期。

井手英策,2022,《財政学と財政社会学———20 世紀に何が問題とされてきたのか》,井手英策、倉地真太

郎、佐藤滋等《財政社会学とは何か:危機の学から分析の学へ》,東京都:株式会社有斐閣。

Backhaus, Jürgen 2002, “Fiscal Sociology: What For?”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61(1).

——— 2005, Essays on Fiscal Sociology.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 2013, Essentials of Fiscal Sociology: Conception of an Encyclopedia.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Bammé, Arno 2018, “Abseits vom Mainstream. Goldscheids unerledigte Desiderate. ” In Arno Bammé (hrsg. ),

Entwicklungstheorie, Finanzsoziologie, Menschenökonomie: Narrative einer anderen Soziologie. Weimar:

Metropolis-Verlag.

Campbell, John L. 1993, “The State and Fiscal Sociology. ”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1) .

——— 2005, “ Fiscal Sociolog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Comparing Tax Regimes in Advanced Capitalist

Countries. ” In Victor Nee & Richard Swerdberg(eds. ),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Capitalis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arruthers, Bruce G. & Jeong-Chul Kim 2011, “The Sociology of Financ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7(1) .

Ducros, Jean-Claude 1982, Sociologie Financièr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Goldscheid, Rudolf 1917, Staatssozialismus oder Staatskapitalismus: Ein Finanzsoziologischer Beitrag zur Lösung

des Staatsschulden-Problems. Wien-Leipzig: Anzengruber-Verlag Brüder Suschitzky.

——— 1925, “ Staat, Öffentlicher Haushalt Und Gesellschaft. ” In Wilhelm Gerloff & Franz Meisel ( hrsg. ),

Handbuch Der Finanzwissenschaft. Tübingen: J. C. B. Mohr.

——— 2018, “ Steuerverwendung Und Interessenpolitik. ” In Arno Bammé ( hrsg. ), Entwicklungstheorie,

Finanzsoziologie, Menschenökonomie: Narrative einer anderen Soziologie. Weimar: Metropolis-Verlag.

Haller, Max 2018, Aktuelle Probleme der Finanzsoziologie: Die Fragestellungen von Rudolf Goldscheid Heute.

Wien: LIT Verlag.

Leroy, Marc 2008, “Tax Sociology: Sociopolitical Issues for a Dialogue with Economists. ” Socio-Logos (3) .

——— 2011, Taxation, the State and Society: The Fiscal Sociology of Interventionist Democracy. Brussels: Peter

801

社会学研究 　 2024. 1



Lang.

Leroy, Marc 2017, “ Sociologie des Finances Publiques. ” In Orsoni Gilbert ( ed. ), Finances Publiques-

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2e édition). Paris: Economica.

Mann, Fritz Karl 1943, “The Sociology of Taxation. ” The Review of Politics 5(2) .

——— 1947, “The Fiscal Component of Revolution: An Essay in Fiscal Sociology. ” The Review of Politics 9(3) .

Martin, Isaac William 2008, The Permanent Tax Revolt: How the Property Tax Transformed American Politic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5, “The Fiscal Sociology of Public Consultation. ” In Caroline W. Lee, Michael Mcquarrie & Edward

T. Walker( eds. ), Democratizing Inequalities: Dilemmas of the New Public Particip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2020,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Public Finance and the Fiscal Sociology of Politics. ” In Thomas Janoski,

Cedric Deleon, Joya Misra & Isaac William Martin ( eds. ), The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tin, Isaac William, Ajay K. Mehrotra & Monica Prasad (eds. ) 2009, The New Fiscal Sociology: Taxation in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tin, Isaac William & Monica Prasad 2014, “Taxes and Fiscal Sociology. ”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0(1) .

Mclure, Michael 2009, “ Fiscal Sociology. ” In Phillip Anthony O􀆳Hara ( ed. ),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Public Policy: Volume 2—Economic Policy. Perth: GPERU.

Mumford, Ann 2019, Fiscal Sociology at the Centenary: UK Perspectives on Budgeting, Taxation and Austerity.

Switzerland: Springer Nature.

Musgrave, Richard A. 1980, “Theories of Fiscal Crises: an Essay in Fiscal Sociology. ” In Henry J. Aaron &

Michael J. Boskin(eds. ), The Economics of Taxation.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 1992, “ Schumpeter􀆳s Crisis of the Tax State: An Essay in Fiscal Sociology. ”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2).

O􀆳Brien, Rourke L. 2017, “Redistribution and the New Fiscal Sociology: Race and the Progressivity of State and

Local Taxes.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2(4) .

Pacewicz, Josh & John N. Robinson III 2021, “Pocketbook Policing: How Race Shapes Municipal Reliance on

Punitive Fines and Fees in the Chicago Suburbs. ” Socio-Economic Review 19(3) .

Peukert, Helge 2009, Rudolf Goldscheid: Menschenökonom und Finanzsoziologe.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Schumpeter, Joseph A. 1966, 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 Cleveland: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Tilly, Charles 2009, “Extraction and Democracy. ” In Isaac William Martin, Ajay K. Mehrotra & Monica Prasad

(eds. ), The New Fiscal Sociology: Taxation in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gner, Richard E. 2007, Fiscal Sociology and 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 An Exploratory Essa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黄燕华

901

专题研究 财政社会学的起源、发展与启示


